
从“大书院”到“大学”:

近代中国对 university 的翻译

范广欣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 university 的主要汉译及其升降起伏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揭示了中国人认

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 1866 到 1895 年是无可争议的“大书院时代”，尽管多种翻

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从 1895 到 1911 年，“大学堂”逐渐取代“大书院”成

为官方认可的翻译。直到民国以后，“大学”作为 university 的标准翻译最后确立。甲午战前中国人对西方和

日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察和体验，他们往往重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当时的书院

相比更好体现了书院的理想，这是他们多用“大书院”翻译 university 的理由。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

独尊的地位。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

义，在全盘西化、日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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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95 年开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立大学逐渐创办，

标志着中国大学理念已经初步走向成熟。①本文期望梳

理汉文文献对 university 或 college 等相关词汇的翻译过

程，尤其注重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创办前后的变化，发掘

不同汉译及其兴衰替代的历史和文化涵义，以探索中国

大学理念的萌芽和演变。

关于中国大学创立以前汉文文献对 university 等西式

高等学府的翻译，在本文之前尚无专门研究。从少数学

者的相关叙述可以发现: 当时曾经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翻

译，西方传教士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

过，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 university 或 college 等相关词汇

的汉译迅速在中国流传，并取得支配地位。②本文梳理了

从明末清初耶稣会开始的对西方 university 的翻译到民国

初年“大学”成为固定翻译的全过程，揭示主要汉译及其

更替的文化意涵，以及不同汉译蕴含的中国人认识西方

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方法上说，观

点的推进主要得益于对传教士、出洋中国人乃至国内官

员士大夫、洋务知识分子涉及西方以及日本教育制度的

基本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解读。此外也运用中国近现

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 1830 ～ 1930 ) 作为补充资料，

并对不同翻译在不同时期的升降替代作了统计。③具体

而言，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从 1866 年到 1895 年是中国大

学理念史上无可争议的“大书院时代”，这一时期尽管多

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

地位，人们往往是从书院的理想出发观察西方和日本的

university 或其他高等院校。甲午战争失败和北洋大学堂

建立是“大书院”这个翻译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实

际上其优势地位直到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官方政策

以学堂全面取代书院才受到真正的挑战。

最早的翻译

西方的 university 在中国最早的翻译就目前所见，应

该是出自明清之际传教士艾儒略( J． Aleni，1582 ～ 1649 )

的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这是汉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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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制度的介绍，而且就是

用我们今天习惯的称呼。④后来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
est，1623 ～ 1688) 的《坤舆图说》也有大致相同的介绍。⑤

《职方外纪》里提到欧洲的各所 university 还普遍使用“共

学”的说法，也用过“公学”指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意大利博

乐业( Bologna) 大学。⑥这两个称呼后来并没有 广 泛 流

传。⑦《职方外纪》中也提到“书院”，不过看起来并不是指

教学场所，而是指图书馆。⑧

尽管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已经用“大学”翻译 uni-
versity，我认为今天将 university 普遍翻译成大学，是借用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作法，而不是受到明清之际传教士

文献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四库全书》的编者以来，中国

读书人便对这些文献中所介绍的世界地理特别是欧洲的

文明，持相当怀疑的态度，雍正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更是受到官方的限制，所以这些文献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

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过，当晚清读书人越来越有兴

趣了解西方的时候，这些收入《四库全书》的文献很可能被

重新发现，充当一部分读书人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准备。

大书院时代

1．“大书院”的由来

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时，跟先辈不一样，他们把

西方的学校，甚至他们自己在中国办的西式学校都称为

书院，因为他们了解到书院是当时中国最普遍的中高等

教育的学校形式，希望这 么 做 可 以 促 进 中 西 文 化 的 沟

通。⑨顺理成章 university 或提供高等教育的 college 也就

获得大书院的称呼，原意即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书院。
一般认为，书院兴起于唐代，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私人

办学的特点，比如自由创办、师生互择、自由讲学，渐取代

官学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南宋以来书院更与

理学结合起来，不仅强调自主研修学问、奖掖后学，还变

成读书人试图转移人心风俗、改造社会与政治的基地。
明朝后期围绕东林书院更形成了士大夫抗议运动的中

心。书院的理想发展到顶峰，也因此遭到专制皇权的一

再打压。清中叶以后，书院接受了官学化的改造而再度

兴盛，其代价是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失去了许多传统的

自由，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变得紧密，乃至和官学一样成为

科举附庸，书院的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不过，

许多著名的书院仍保留一定的自主性，仍为传统学术的

中心，有志之士创建或领导的书院为学风向纯学问或经

世致用再次扭转做了积极的努力。总而言之，书院的理

想直到晚清仍然是士大夫珍视的价值。⑩

从 1866 年到 1895 年，无论是中国派到海外的官员和

其他出洋人士的游记日记，还是在华传教士的介绍文字，

乃至国内主要官员给朝廷的奏折均普遍以书院称呼西方

学校，并采用大书院作为 university 或提供高等教育的 col-
lege 的通用译法。瑏瑡这段时期我称为中国大学理念史上的

“大书院时代”。其特点是: 出洋的中国人观察西方大学，

多以中西文明交流为基本出发点，他们对包括书院在内

的中国文明的基本信心尚未动摇，所以一般都比较重视

传统书院与西方式大学的比较，希望能够取长补短，丰富

和发展中国固有的书院制度而不是对其全盘否定。随着

时间流逝，中国有识之士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大概可分为

三个阶段。起初人们多强调西方大学与传统书院的共通

之处，肯定在遥远的欧美也存在发达而完善的学校制度，

可以与中国媲美。逐渐西方大学独特的优点越来越得到

肯定，相比之下，现实中书院的许多缺点越来越暴露出

来，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传统书院的理想被放弃，有些

人宣称西方的大学比当时中国的书院更符合传统书院的

理想。最后，越来越多人得出结论，传统书院的理想不能

涵盖西方大学的所有优点，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为了国家

的生存必须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书院的理想便不得不

放弃，这样“大书院时代”也就终结了。1895 年盛宣怀创

办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很快就改称北洋大学堂，更重要

的是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不仅以“大学堂”作为 uni-
versity 的官式翻译，而且朝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以学堂取

代书院。这样“大学堂”便取代“大书院”成为 university
最常见的汉译。

中国外交官和洋务知识分子使用大书院这个名词翻

译 university，我认为是受到徐继畬( 1795 ～ 1873) 《瀛寰志

略》的影响，因为徐继畬曾经任职总理衙门，他的《瀛寰志

略》是外交官必备的参考书，包括各种出使日记在内的大

量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徐继畬在介绍欧美各国的时

候，多次用大书院指当地的著名高等学府。瑏瑢徐氏在福建

当官时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1804 ～ 1846) 过

从甚密，一般认为《瀛寰志略》得以成书，不少资料来源于

他。关于 university 的知识和大书院的译法，多半也是从

传教士来，但是笔者目前并没有证据。在中国近现代思

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 1830 ～ 1930) 中，最早出现的用“大

书院”翻译西方高等学府的例子就是来自 1843 年版《瀛

寰志略》。事实上，“大书院”当时在汉文里已经形成一个

专有名词，而不仅仅是“大”和“书院”的随机组合: 经过明

清之际的萧条，雍正以后清朝政府重新对书院采取了扶

持的态度，特别是有计划地在各省主要城市建立官办书

院，成为“国子监”以下各省的最高学府，俗称省会大书院

或大书院，著名的有长沙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和江宁

钟山书院等。瑏瑣因此，把西方的 university 或者提供高等教

育的 college 统称为大书院，在华夏中心观念较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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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承认它们相当于中国各省的最高学府，是对这些

学校能提供高水准教育的肯定。
2． 中国人的其他译法:“大学院”和“太学”
可是，在大书院时代对 university 或提供高等教育的

college 也存在其他译法。比如张德彝( 1847 ～ 1918) 的有

关出使笔记就用“大学院”瑏瑤。张氏是同文馆的毕业生，

懂英文，从 1866 年起先后担任斌椿、志刚、郭嵩焘、曾纪泽

等人的出使随员，最后获委派为驻外公使。他的译法笔

者想并非来源于徐继畬的中文著作和同文馆的师训，或

者是他本人从英文直接翻译出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名

词与“大书院”结构基本相同，用它来称呼西方的高等学

校，很可能也是从“书院”或“大书院”演变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采用的标准翻译“大学”两

个字已经包含在“大学院”这个名词里，“大学院”可以理

解为提供“大学”教育的场所。这说明中国人虽然一开始

不是用“大学”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但是最后采用它是

有一定基础的，因为在我国经典的传统里一直用“大学”
( 与“小学”相对) 来描述高级教育。1876 年代表中国海

关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李圭( 1842 ～ 1903 ) ，在其日记中

虽然沿用“大书院”称呼英美的高等学校，却同时指出这

些学校提供的教育相当于中国传统所说的“大学”阶段，

学生要经过“小学”阶段，考试成绩优异才能升学。瑏瑥

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 1818 ～ 1891 ) 除了用“大书

院”称呼牛津、剑桥等校，这很可能是受到张德彝的影响，

还用“学院”来称呼牛津、剑桥的成员 college( 后来“学院”
成为 college 的标准翻译之一，一直沿用至今) 、用“大学

院”称呼他在苏格兰见到的 university。此外他还用过“大

学馆”或者“上学馆”的称呼( “学馆”是当时对教育场所

的统称之一，早期学习西方语言及技术的机构曾经用过

这一名称，比如“同文馆”和“广方言馆”) ，但是比较少见，

其他人也不用。瑏瑦他参观牛津时更指出: 相比之下，在英

国，牛津、剑桥是“大学”，而其他一般学校是“小学”，强调

牛、剑在英国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其副使刘锡鸿，虽然对

新鲜事物的态度比较保守，与郭氏诸多意见不合，但在日

记中也承认牛、剑是“大学之处”瑏瑧。
有趣的是，郭氏在瑞士参观时甚至第一次用“大学”

来称呼当地的 university瑏瑨。曾国藩的门人之一黎庶昌

( 1837 ～ 1897) 曾担任驻法公使的随员，也用过“大学”一

词，但是所指不详瑏瑩。一直到 19 世纪末，外出使节或其他

读书人都很少用“大学”来称呼他们在欧美看到的 univer-
sity瑐瑠。

必须再三强调，从李圭到郭嵩焘、刘锡鸿等人用“大

学”这个称呼都是与“小学”相对，代表教育的两个不同阶

段，他们没有大、中、小学三级制的概念。根据儒家的传

统观念，教育包括“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前者是普及

教育，后者是精英教育，虽然这个分类并不一定与特定学

校制度或教育场所相联系。理学认为“大学”阶段的目标

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此儒家经典《大学》有详

细的阐述，“小学”阶段则强调学习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

也包括识字和基本道德教育。瑐瑡清朝汉学把“小学”理解

为文字训诂等考据学的基本功，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基本

功，才能探讨经典中的精深学问。虽然对“小学”的理解

有差异，不过无论理学还是汉学都承认“大学”代表学习

的高级阶段，而且必须以“小学”为根基，两者之间并不存

在“中学”这样一个中间阶段。
另外，除了“大书院”，王韬( 1828 ～ 1897) 和刘锡鸿都

曾经把 university 称为“太学”。办洋务出身的驻德公使李

凤苞( 1834 ～ 1887) 更是基本上用“太学”来称呼 universi-
ty。“太学”是中国传统的最高国立教育机构，也是全国最

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同的时代名称有差别，清朝称为

“国子监”，一直存在到 1905 年，才被京师大学堂取代。瑐瑢

太学的基本特点是官僚化、等级化，教学的目的不在学术

创新，而在巩固正统、培养官员。而书院虽然在清朝后期

日益官学化，省会大书院财政上更依赖地方政府，但是毕

竟仍然保留了许多私人办学的特点，比如密切的师生关

系、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举应试之外兼容多样化的

学术兴趣( 包括理学、考据学和经世之学) 等。瑐瑣把 univer-
sity 称为“太学”其实含义与“大书院”相当不同。

王韬是否有意识地选择“太学”作为 university 的另一

汉译呢? 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他使用这一称呼的不同情

况。王韬应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 ～ 1897) 之邀访问牛

津的时候曾经写诗留念: “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名

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学修辞，不一定反映他理

性的认识，因为在王韬留下的文字中，一般把西式学校称

为“书院”，而把高等学校称为“大书院”，如英国的牛、剑
和法国的索邦( Sorbonne) 。但是，我们发现王韬记载他在

牛津用中文发表演讲时提到: “尔众子弟读书国塾，肆业

成均。”瑐瑤“国塾”很明显指的是国立学校，“成均”源于

《周礼》“掌成钧之法典，以治建国之学政”，习惯上作为

“太学”和“国子监”的代称，朝鲜王朝的最高学府便称为

“成钧馆”。所以，他用“太学”来称呼牛津并非一时偶然。
他敏感地发现了两者的共同点: ( 1) 都是大规模提供高级

教育的学校; ( 2) 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生毕业要进

入仕途，为国家服务。根据他的记载，牛津许多毕业生都

由国家铨选为官员，学习东方语言文字的则被派遣到印

度和中国担任翻译人员。瑐瑥

但是当李凤苞介绍柏林大学的时候，却称其为“太

学”瑐瑦。尽管有证据表明李凤苞也以《瀛寰志略》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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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但他仍然以“书院”为学校的统称瑐瑧，与其他外交官

没什么不同瑐瑨。我们觉得他采用这个翻译有三种可能:

其一，因为柏林大学是建在德国首都的国立大学，德国一

向比较强调大学与国家力量的互相支持，因此符合中国

人对“太学”地位和作用的理解; 其二，可能是受日本人的

影响。李凤苞曾经记载与日本人笔谈，有日本人在德国

取得博士学位，指出英国只有牛津是“太学”，但是只收英

国国教徒，后来才添设伦敦太学( London University) ，兼收

其他宗教的学生，所以作为日本人在德国拿博士比英国

容易。瑐瑩很可能“太学”这个说法是反映了日本人对 uni-
versity 的理解，下文再仔细讨论。第三，李凤苞是洋务知

识分子出身，与科学家徐寿( 1818 ～ 1884) 过从甚密，参与

傅兰雅( John Fryer，1839 ～ 1928) 兴办格知书院的工作，而

下文将会指出太学 /太学院之类的翻译正反映了一部分

传教士的偏好。
1895 年以后中国人曾经采用大学堂作 university 的正

式译名，在 1895 年之前，虽然“大学堂”这个词已经出现，

但是用来指涉 university 的并不多见。祁兆熙( ? ～ 1891)

曾奉清政府之命送幼童赴美国留学，他在《游美洲日记》
提到“大学堂”“小学堂”“总学堂”的说法，但是前二者中

“大”“小”是描述学校的规模，而非教育的等级，后者是指

公立学校，他在同一段文字中还是用“大书院”称呼分专

业教学的高等学府。瑑瑠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介绍法国

和西班牙的高等教育，则用“总官学堂”翻译法国拿破仑

以来形成的 imperial university ( Université de France) ，实

际上这套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并没有综合大

学的位置，他也用“学堂”翻译西班牙的高等专业学校，如

农务学堂。瑑瑡目前所见，只有郑观应在 1884 年写作的《考

试》一文( 收入《盛世危言》) 兼用“大书院”和“大学堂”称

呼外国的高等学府。瑑瑢

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也是用“学堂”来称呼同治中

兴以后新办的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的专业学校。1895 年

以前在出洋中国人的记录中，“学堂”作为学校的统称开

始出现，并且逐渐变得普遍瑑瑣，但是，“学堂”尚未取代“书

院”的地位。一般还是用“书院”翻译综合多科学校，用

“学堂”翻译专业学校。从自强运动到戊戌维新，中国国

内书院与学堂并存，书院作为包括理学、考据学、经世学

和科举应试之学在内的士大夫之学的场所占据主流地

位，学堂作为培养与西学有关的洋务专门人才的场所，则

是日益壮大的支流。书院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决定了“书

院”和“大书院”作为西方学校汉译的优势地位。
尽管有一些变数，但是总而言之，到欧美国家去的中

国人一般都用“书院”来统称西方的学校，而用“大书院”
指高等院校，对应的英文包括 university、college 和 institu-

te。到日本去的人，因为日本用汉字，不需要翻译，全都采

用日本的用法“大学校”或“大学”而不用“大书院”，他们

观察的主要对象是东京大学或者是后来的东京帝国大

学。然而，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驻

日外交官的记录，比如黄遵宪( 1848 ～ 1905) 的《日本杂事

诗》和《日本书记》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受到人们重视，

所以“大学”以及“大学校”直到 1895 年以后才在中国国

内流行起来，并旋即压倒长期使用的“大书院”和官方比

较倾向的“大学堂”，成为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译名。
3． 传教士的其他译法:“太学院”“太学”和“普书院”
在华传教士除了采用“大书院”以外，还曾经用过“太

学院”和“太 学”的 说 法。1873 年 花 之 安 ( Ernst Faber，
1839 ～ 1899 ) 的《德国学校论略》( 又称《西国学校》) 出

版，介绍德国发达而全面的学校制度，对郑观应( 1842 ～
1922) 、梁启超( 1873 ～ 1929) 等人的教育改革思想影响甚

巨。花之安以“书院”为基础，发明了一系列学校的名称，

比如“郡学院”“实学院”“武学院”“仕学院”等，他把 uni-
versity 翻成“太学院”，跟张德彝用的“大学院”非常接近，

像是“太学”跟“书院”结合到一起的产物。瑑瑤1883 年丁韪

良( W． A． P． Martin，1827 ～ 1916 ) 考察西方和日本教育的

报告，由总理衙门出版，命名为《西学考略》，提到 universi-
ty 时“大书院”和“太学”两个称呼都使用。从中国传统习

惯来看，“太学”全国只能有一所，而西方国家往往有多所

university，所以并不很妥当。他想强调的是国家与大学的

互相依靠: 国家支持高等教育，大学为国家服务。瑑瑥“太学

院”或“太学”作为 university 汉译的兴起，很可能是反映

了德国和日本大学模式的影响。一部分传教士认为，普

法战争以后统一的德国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上升的日

本，成为说服中国官员和朝廷采用西式学校制度以挽救

衰亡的最佳范例。
1889 年李提摩太 ( Timothy Ｒichard，1845 ～ 1919 ) 在

《万国公报》上发表讨论西方和日本新学的文章，并于

1892 年以单行本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七国新学备要》，在

这些介绍文字中他用“大书院”和“普书院”称呼西方的高

等学校。瑑瑦据笔者考察，“大书院”是指 college，而“普书

院”是指 university，也许是强调综合大学对不同专业的相

容并包。“普书院”从“大书院”里面分化出来，并不难理

解，差不多就是这段时间，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先前的许多 college 逐渐升格为 university。李提摩太的用

法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许多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

章都是这么用。甚至到 1896 年“大书院”时代由盛转衰

以后，还有传教士继续使用“大书院”和“普书院”来称呼

西方的高等学校，林乐知( Young J． Allen，1836 ～ 1907 ) 找

人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就是这么做的瑑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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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院时代”的结束

1．“大学堂”取代“大书院”
“大书院时代”的衰落现在看来非常突然，几乎全无

征兆。1895 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又称为天津大学

堂，第二年便正式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大书院时代为中

国大学理念的起源作了准备，但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却

以“大学堂”命名瑑瑨。其中的原委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意

义非常明显:“学堂”长期以来只是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

的专门学校，只作为“书院”的补充，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刺

激下，却突然取代了“书院”的地位，成为中国权力精英和

知识精英的新宠。战事平息以后，人们迅速得出结论: 自

强运动以来形成的以书院为主、学堂为辅的教育格局须

为失败负责。书院的存废立刻成为问题，激进的意见要

求改以中学为主的书院为以西学为主的学堂，温和的意

见要求书院的课程做出重大改革，越来越多兼容西学，其

实就是以学堂为标准改造书院。从另一个角度说，书院

和学堂的升降，也反映了中学和西学、传统士绅和新学知

识分子 之 间 地 位 的 转 换。到 1898 年，康 有 为 ( 1858 ～
1927) 上书光绪皇帝，建议改全国书院为学堂，迅即获得

首肯。瑑瑩戊戌政变以后虽然有短期的反复，但是改书院为

学堂还是变成了清朝的国策。“书院”的命运已经注定

了，何况“大书院”呢?瑒瑠

当中国人已经在“书院”和“学堂”之间做了选择，在

华传教士很快便顺应形势做出改变。《万国公报》是传教

士鼓吹教育改革的重要基地，所刊登文章大多是关于“对

整个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改革的宏观决策”瑒瑡。梳理有关

文献，可以发现，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教士在《万国公

报》上曾用不同的译法称呼 university，包括“总学”“普书

院”“大 书 院”，但 是 到 1896 ～ 1897 年，李 佳 白 ( Gibert
Ｒeid，1857 ～ 1927) 建议中国朝廷建立“大学堂”或“总学

堂”，而不再提“大书院”或“普书院”了。其中“大学堂”
是 university 的通称，尤其指今天所谓综合大学，而“总学

堂”则是特指设立于首都的最高学府，还是有现代化的太

学的意思。瑒瑢李佳白明确指出他的建议是响应光绪皇帝

设立新式“学堂”的上谕，并且受到盛宣怀兴办北洋“大学

堂”的鼓舞。瑒瑣

“大学堂”取代“大书院”带来最重要的新意是，大中

小三级学校制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之

前提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已经将三级学校制度介绍给中

国人，而长期以来并未深入人心。一个标志是，在“大书

院”时代，目前所见，只有各种关于“大书院”的介绍，却不

存在“中书院”和“小书院”的说法，因此也不会强调“大书

院”与“中书院”与“小书院”的联系与区别。“大书院”这

个说法本身来自省会大书院，后者与一般书院相比资源

更多，名声更好，教学内容却并不一定有本质的差别。但

是，当“大学堂”成为 university 的标准汉译时，“中学堂”
和“小学堂”也几乎同时出现了，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今

天熟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瑒瑤

2．“大学校”和“大学”取代“大学堂”
然而，几乎在“大学堂”( 在官方文献中) 代替“大书

院”的同时，便开始了从日本引进的“大学校”和“大学”取

代“大学堂”的过程。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到海外时的笔

记提到 university 的时候，都称为“大学”; 连清朝派出去考

察立宪的载泽和戴鸿慈( 1853 ～ 1910 ) 都将“大学堂”与

“大学”乃至“大学校”并用。瑒瑥盛宣怀 1895 年、1898 年先

后宣称以“大学堂”的标准创办北洋中西学堂，仿照法国

“国政学堂”( 今译巴黎政治学院) 创办“南洋公学”，在

1902 年的两封奏折中却把 university 称为“大学校”。瑒瑦

这里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 1830 ～
1930) 做一个简单统计，考察 1895 年以后数年各种 univer-
sity 汉译的升降起伏。需要指出的是，用“大学”作为关键

词搜索数据库，可以发现大量不属于用“大学”翻译 uni-
versity 的例子，比如“大学士”“大学堂”“大学院”“大学

馆”等包含“大学”两字的复合词，以及儒家经典《大学》
《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等，在统计时均已删去。具体

统计结果可参见文后附表。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大学

校”的使用率并不高，不仅远远比不上“大书院”、“大学

堂”和“大学”，甚至与“太学”比也有若干距离。其中原

因，下文会做一些解释。
我们暂时先把注意力放在“大学堂”和“大学”何时在

实际运用中取代“大书院”的优势地位上。1895 年前后，

各种对西方 university 的介绍纷纷涌现，所以几个主要汉

译的使用频率都增加了。到 1896 年，“大书院”仍居压倒

性的第一位，在数据库中累计出现 163 次; 随后“太学”累

计 76 次; “大学”累计 64 次; “大学堂”只有 18 次。到

1897 年，“大书院”增加到 197 次;“大学”上升为第 2 位，

累计 120 次;“太学”89 次，“大学堂”61 次。“大学”超过

“太学”，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后果的体现，向战胜者学

习，学习他们的教育制度，也学习他们对西方词汇的翻

译，逐渐成为风气。不过，至此“大书院”相比“大学堂”仍

处于绝对优势。到 1898 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改书院为

学堂的建议，双方统计数据终于接近: “大书院”累计 246
次，而“大学堂”则猛增到累计 200 次( “大学”累计 183
次，略降为第三位) 。到 1902 年，“大书院”累计 336 次，

“大学堂”累计 332 次，“大学”则以 331 次紧随其后，呈现

三足鼎立之势。直到 1903 年，随着庚子新政，书院改学堂

运动展开，“大学堂”才在累计总数上首次超过“大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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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 419 次，后者 356 次，不过，“大学”的升幅更大，以累

计 461 次占据榜首。很明显，“大学堂”的突然崛起得益

于官方政策的倾斜，而“大学”的持续上升则源于整个社

会普遍存在的对日本高等教育模式的认可。
到民国初期，政府正式规定所有“学堂”改称“学校”，

“大学堂”便短暂地改为“大学校”，再改为“大学”。瑒瑧比

如，北洋大学堂就在 1912 年 1 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
年再改成国立北洋大学; 1912 年 5 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

北京大学校，后来又正名为北京大学。以下分别考察“大

学”及“大学校”的由来。
“大学”在中国传统文献里，有三层含义: 首先，是指

周朝的天子之学，后来发展为太学或国子监等，是设立在

首都的最高学府，具有很强的儒家官学性质。其次，是指

四书之一的《大学》。第三，是由《大学》所揭橥的君子之

学，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与“小学”相对的学问和教育

的高级阶段。
一般高等教育史的著作认为日本把 university 翻成

“大学”是直接从中国古籍中“大学”的第一层含义即太学

而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似乎不是这样。直接来源应该

是日本中古时期相当于中国太学的大学寮，略称为大学，

另外大学寮别曹中的劝学院也俗称大学，所以日本人用

大学译 university 有自身的传统，中国人把它拿过来却不

知道。瑒瑨从语言的发展看，对最高学府的称呼既然从大学

发展为太学，没有特别理由似乎也不会再变回去。其实，

德川幕府任命的总管学术的官职名为“大学头”。头即是

长官的意思。这个职务一直由林氏一族世袭。明治前后

日本有昌平学校，这是东京大学的前身，负责的也是大学

头。“大学”一词自然被用来指称最高一级的学府，而将

“大学”与 university 联系起来是源自明治 19 年( 1886 ) 的

帝国大学令。
至于“大学校”的来源则有不同的看法。沈国威先生

指出东京大学发展史上，曾经有“大学南校”“大学东校”
的说法，从这些名称中可以知道，这里的“大学”还是“太

学”的意思，“大学南校”即最高学府的南校，校仅指场所。
“大学校”也就是大学的校，后来成为专有名词，在明治 19
年以后有些单位也没有改正。现在日本有国防大学校、
航海大学校等。他认为“大学堂”也是从“大学的堂”演变

而来。依据这个说法，“大学校”和“大学堂”指的都是提

供“大学”( 最高水平) 教育的场所，所以都是从“大学”发

展出来的词汇。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笔者再提供另一个思路:“学堂”在古文里就有连用，

前文指出，到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逐渐专指教授西方语言

文字和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校，所以在“大学堂”( 以及“总

学堂”) 之前“学堂”已经固定化，“大学堂”看来除了大学

的堂，还可以理解为大的或高级的学堂。至于“大学校”，

我查了东京大学的历史，在大学校这个说法产生之前，昌

平坂学问所已经改成昌平学校，还有开成学校、医学校

等，似乎学校也已经固定为 school 的意思。学校这个词源

自经典中的庠序学校，学和校是两个同义词的连用，用来

作为 school，尤其是官学的泛称由来已久，但是在中文中

很少指具体某一间 school 的名称，令人怀疑是在日文中首

先有这个用法。所以我揣测，虽然并不如“大学堂”肯定，

“大学校”也可以理解为大的学校、高级的学校，而不一定

是大学的校。所谓大的学校也许是指原来三间学校，即

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为一家，因此便“大”
( 不仅是空间大，而且更高级，更综合) 了起来，也许是强

调这一学校享有超出其他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日文中

“大学校”和“大学”可能来源不同。但是，不得不承认，至

少在中文的语境中“大学堂”乃至“大学校”的确令人联想

到实行“大学”教育的场所，而与前述“大学”的三重含义联

系起来。从这个思路出发，“大学”作为对这一场所的更简

便的称呼最终取代“大学堂”和“大学校”并不难于理解。
无论如何，以“大学”或者“大学校”来翻译 university

都是日本传统或者近代日本学校沿革的产物。如果说

“大学堂”取代“大书院”意味着自强运动以来兴办新式学

校的传统从支流上升为主流，书院的理想遭到抛弃，那么

“大学”或者“大学校”取代“大学堂”便意味着中国人对

自己理想和经验的进一步否定。这样，不仅在大书院的

框架下中国人对西方以及日本多种大学模式的观察和思

考被隐没，从自强运动到晚清新政中国人仿造西方或日

本创办新式教育的努力也遭到唾弃。当然，这两个术语

毕竟不是一回事，“大学校”对中国人来讲完全是陌生的，

因此很快便不再使用。而“大学”则因为能使人联想到太

学( 日本人用“大学”来翻译 university 的时候，的确有很

强的“太学”意识，后来所谓“帝国大学”则更像是“太学”
一词的现代化) 和高深学术、高层次教育而受到欢迎，成

为 university 的标准译法。接受了这个翻译，便意味着中

国人理解、观察、移植西方 university 的最主要的本土资源

发生了转移，即从书院转为太学，从私学转为官学。
转移的一个标志是整个“大书院时代”被忘却了。到

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种中国高等教育史或大学史的著

作注意到中国人曾经普遍使用“大书院”作为 university 等

西方高等学府的译名，曾经以书院为参照观察西方的高

等教育，并借助西方的经验重新反思书院的理想。在追

述中国大学的起源时，比较实际的会认为是 1862 年创办

的同文馆，比较怀旧的则一直上溯到周代以来的太学、国
子监等。个别名校的自我定位也是如此，北京大学以太

学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这是北大招生广告上，一度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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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的深层次原因。南京大

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也认为自己是继承了明朝

的太学。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湖南大学，在主要大学中只

有这一所将自己的起源与书院联系在一起。瑒瑩

总体而言，尽管书院曾经长期作为中国人观察西方

大学的参照物，在近代学制确立的时候，书院所代表的人

文精神和私人讲学传统却是作为对立面存在而不被看作

是需要继承和吸收的资源。从物质基础乃至精神渊源

上，近代中国大学制度与太学的关系可能都比书院更深。
无论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还是湖南大学，都是国立大学，靠

国家支持，由国家统一管理。私立大学( 教会大学除外) 在

近代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个别教育家和实业家所能动员

的力量，再也不能与国家竞争，这是私立大学中比较有名的

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后来都改为国立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当 university 和“大学”建立起固定联系的

时候，除了太学中国人往往还会想到“四书”之一的《大

学》，选取其中词句描绘他们对高等学府的认识: 不少大

学的校训都是从中得到灵感，比如香港大学的“明德格

物”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止于至善”。这样，传统

的教育理想至少在现代大学里面还能够保留一点痕迹。

结 论

近代对 university /college 的翻译，大概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到

1895 年，“大书院”在各方面均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翻译将

西式高等学府和中国书院自唐宋以来千年的传统联系起

来。这个阶段，我称为“大书院”时代，中国人基本上是从

本国的学校制度，尤其是书院的现实和理想来观察西方

的大学，虽然注意取长补短，却没有完全失去自信心。
第二个阶段，从 1895 到 1911 年，“大学堂”逐渐取代

“大书院”成为官方认可的标准翻译。1895 年以后，甲午

战争惨败动摇了中国精英对书院教育的信心，“大书院”
这个译法因而越来越受到挑战，有力竞争者是“太学”和

“大学堂”。“太学”有比“大书院”更久远的渊源，作为翻

译强调的是国家与高等教育的互相依靠。“大学堂”则是

有意继承自强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官方培养西学专门人

才的新传统。“大学堂”的取胜，不仅是由于“太学”这个

翻译的内在缺陷( 太学是首都的最高学府，而一个国家 u-
niversity 往往不只一所，也不一定位于首都) ，更重要的是

学堂在人们的心目中与西学、新学联系在一起，而太学则

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相连。“大学堂”这个翻译与自强运动

相连，代表了王朝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期许。然而，“大

学堂”在体制中取代“大书院”的同时，从日本而来的“大

学”和“大学校”也开始了在民间取代“大学堂”的过程。

民国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大学”迅速确定成为 uni-
versity 的标准翻译。1912 年 1 月，临时政府教育部迫不及

待地改“学堂”为“学校”，因此“大学堂”便一度改为“大

学校”。但是，原定的《大学校令》却在 1912 年 9 月正式

颁布之前改为《大学令》，主要学校的名称也从“大学校”
改为“大学”。瑓瑠不接受“大学堂”这个称呼，反映了革命者

要否定晚清王朝改革( 从自强运动到新政) 的合法性。在

他们看来，学堂教授的西学只是皮毛，而不是真学问，学

堂宣称要保留的中学是要维护旧王朝而与共和制度格格

不入。用“大学校”替代“大学堂”则表现了主事者对日本

模式的推崇。不过，用“大学”替代“大学校”，我觉得倒是

反映了不同的思路: “大学校”完全是日本历史文化的产

物，在中国缺少根基，“大学”却可与本国悠久的经典传统

联系起来。一个外来的观念如果要在本国的土壤里生

根，似乎都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

察和体验，而主要注意力是放在英美模式上，他们往往重

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有些人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

当时的书院相比更好地体现了书院的教育理想。甲午战

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本土的理想和本土

的经验，包括对日本以外的模式的观察，包括自强运动以

来创办新式学堂的努力，先后被否定。中国历史进入了

一个激进的自我否定的时代，原本多种的可能、多样的选

择，变得趋于单一。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

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义，

在全盘西化、日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

附表:1896 ～ 1903 年主要 university 汉译在中国近现

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中的累计出现次数

年份 大书院 大学 太学 大学堂 大学校

1896 163 64 76 18 15

1897 197 120 89 61 22

1898 246 183 119 200 34

1899 276 215 121 224 37

1900 279 219 122 231 38

1901 315 264 148 256 49

1902 336 331 162 332 66

1903 356 461 177 419 108

①详细讨论见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 转型时期中国大学

理念走向成熟》，收入王汎森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

代》，(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5 ～ 136 页。

②张雁介绍西方大学概况在晚清的传播时，曾提及传教士对 u-
niversity 的多个翻译，包括“太学院”“太学”“大学院”“大书

院”“大学”以及“大学校”等，见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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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 ～ 49、
55 ～ 56 页。肖朗也在文中提及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方面发生

的作用，见肖朗《〈文学型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交流》，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第 32 卷第 1 期。

吕长顺则介绍了日式翻译在甲午战后被中国人套用的过程，

见吕长 顺《晚 清 中 国 人 日 本 考 察 记 集 成·教 育 考 察 记

( 上)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解题部第 1 ～ 16 页。

③该数据库可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内使用，收录近三百份与

思想史有关的历史文献，共逾亿字。文献依内容分作六大

类，分别为近代期刊、晚清民初士大夫著述、晩清档案数据、

清季经世文编、晚清来华外人中文著译、西学教科书。

④⑧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 页。

⑤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四库全书》第 594 册，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53 页。

⑥艾儒略: 《职方外纪》卷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 ～ 11、14 ～ 17、22 页。

⑦中 国 近 代 先 后 创 办“南 洋 公 学”( 1896 ) 和“中 国 公 学”
( 1906) ，都是包含不同性质的学校 ( 包括大学、中学、师范

等) 的综合体，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作了贡献，但是没有

证据说明其命名与《职方外纪》有直接联系。南洋公学的命

名，直接的来源是传教士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后经郑

观应所著《学校》篇辗转影响到南洋公学的创办者盛宣怀。

这里公学指的不是大学或高等院校，而是“官督民办，经费半

由国帑半由民捐”的学校，参见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

转型时期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收入王汎森主编《中国近

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5 ～ 136 页。

⑨邓洪波:《教会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效》，载陈谷嘉、邓
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 下)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2117 页。另见邓洪波《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贵

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科版) 1993 年第 3 期。香港划归英国

人统治以后，新式学校尽管英文称为 college，遵循中国人的

习惯汉文却仍然称为书院。这是我们今天在香港还能发现

不少中学，尤其是老牌的中学，仍然叫书院的原因。比如英

华书院( Ying Wa College) 、皇仁书院( Queen’s College) 、英皇

书院( King’s College) 、华仁书院( Wah Yan College) 等，既有

教会学校也有殖民地政府办的官校。其中，最早的英华书院

1818 年由传教士建于马六甲，1843 年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迁

到香港。1949 年以后，一些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在获得香

港政府认可之前也称为书院，包括 1963 年前的新亚书院、
1972 年前的浸会书院和 2004 年前的珠海书院等。

⑩关于书院的传统理想和清朝中叶以后的官学化及其反动，可

参考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8 ～ 9、15 ～ 23 页。

瑏瑡使用“大书院”称呼西方 university 或其他高等院校的知名官

员和洋务知识分子，包括徐继畬、斌椿、志刚、郭嵩焘、王韬、

刘锡鸿、李圭、祁兆熙、郑观应等，知名传教士包括艾约瑟、丁
韪良、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下文再作详细讨论。1868 ～ 1884

年在《教会新报》上发表的文章普遍使用“大书院”称呼西方

高等院校。国内掌权者使用这一称呼的，可见曾国藩、李鸿

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李鸿章《奏请增留学

经费折》，分别见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

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68、875 ～
876 页。

瑏瑢徐继畬: 《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3、
153、207、233、278 ～ 280、282 页。

瑏瑣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4 年版，第 436 ～
437、571、586 页。

瑏瑤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23、526

页;《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21 页;

《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324、445、605 ～ 606

页。

瑏瑥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 年版，第291 ～292 页。

瑏瑦郭嵩焘用“大书院”称呼英格兰的牛津、剑桥和伯明翰大学，

见《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142、235、370、
376、386、426、441、484、517、619、781、805 页; 用“大学院”称

呼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

见《伦敦与巴黎日记》，第 762、769 页; 用“大学馆”称呼法国

的里昂大学，见《伦敦巴黎日记》，第 633 页。

瑏瑧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07 页。

瑏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891 页。

瑏瑩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444 页。

瑐瑠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所有文献中最早系统用

“大学”称呼西方 university 的为梁启超 1899 年所作《新大陆

游记及其他》。梁氏这么做，应该是由于阅读了黄遵宪、傅云

龙等人关于日本东京大学的记录: 日本人在明治之初就以

“大学”翻译 university，并命名他们自己创办的新式高等学

校。

瑐瑡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有一段文字充分体现了理学对“大学”

和“小学”的理解:“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

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
数之文;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朱熹: 《四书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 页)

瑐瑢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成为最高的国立新式学校，并统

管全国新式学校，与国子监并存; 后者仍然是旧学的最高学

府，并统管全国旧式学校。1905 年清朝政府才废除国子监，

而由京师大学堂统管全国教育行政事务。

瑐瑣省会大书院的官学化，主要体现在官府对书院山长和主讲教

师聘任权的控制以及对经济和田产的控制，其他方面仍保留

各自的传统。参见金敏、周祖文《儒家大学堂》，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05 年版，第 150 ～ 152 页。

瑐瑤瑐瑥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97、97 页。

瑐瑦瑐瑧瑐瑨瑐瑩李凤苞: 《使德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 ～ 32、32 ～ 33、37、58 页。

瑑瑠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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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444、463 页。

李凤苞也以“学堂”称呼德国的专门学校，比如军官武备学

堂。见《使德日记》，第 37 页。

瑑瑢郑观应:《考试上》，载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

料汇编: 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5 ～ 77

页。笔者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 1830 ～
1930) 进行搜索，发现所录 1895 年前的文献中可以确认用

“大学堂”翻译高等学府的只有“水师大学堂”，不是我们今

天所说的综合大学( university) ，而是高等的专业学校。

瑑瑣见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07 页; 薛福

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24、
291、343 页。

瑑瑤花之安: 《德国学校论略》，收入《西政丛书》卷五，质学会

1897 年版。

瑑瑥丁韪良:《西学考略》，《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瑑瑦李提摩太:《新学序》，《万国公报》光绪十五年二月( 1889 年

3 月) 。

瑑瑧林乐知等译，森有礼编: 《文学兴国策》，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2 年版。

瑑瑨1886 年天津海关道周馥和天津海关税务司打算创建博文书

院讲授西学，校舍建成以后周氏离任，因此并未开学。盛宣

怀继任天津海关道，于 1895 年倡议利用博文书院校址改办

天津中西学堂，分为头等二等各一所，他还特别指出其中头

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就是说，早在 1895 年，盛

宣怀就得出结论，新式高等学府应该以“学堂”而非“书院”

命名。详见《盛宣怀禀直督王文韶》，夏东元编著: 《盛宣怀

年谱长编》( 上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90
～ 492 页。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的章程是盛宣怀和传教士丁

家立商量议定的，但是二人相交时间不长，丁家立时任中西

书院院长，也看不出他有以“学堂”代替“书院”的意向，笔者

认为盛宣怀的选择很可能是受了郑观应的影响。关于郑观

应对盛宣怀兴办大学堂思路的影响，可参见范广欣《从郑观

应到盛宣怀: 转型时期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

瑑瑩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上谕: 书院改学

校》《上谕: 各省设学堂》，收入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

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52 ～ 56 页。

瑒瑠书院改制的具体实施过程，见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

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3 ～ 107

页。其中，晚清“新政”时期改省会大书院为大学堂最耐人寻

味。称呼西方 university 为“大书院”原意是借助人们对省城

大书院的敬重，肯定 university 能够提供和大书院同等高水平

的教育。到“新政”时期，省城大书院却要按照 university 的

模式改造为“大学堂”，否则便不能继续存在。这表明，传统

教育和新式教育在中国精英心中的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

清政府相关政策见《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谕于各省、府、

直隶州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璩鑫圭、

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 6 页。

瑒瑡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8 页。

瑒瑢参见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李提

摩太《〈新学〉序》、李佳白《创设学校议》、李佳白《拟请京师

创设总学堂议》，收入李天纲点校《万国公报文选》，中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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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李佳白:《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万国公报文选》，中西

书局 2012 年版，第 530 页。

瑒瑤“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同时出现的情况，见前引康有

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上谕: 各省改学堂》; 张

之洞《劝学篇》之外篇《设学第三》《学制第四》，收入陈学恂

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5、249 ～ 250 页。

瑒瑥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54 ～
183 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它》，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第 470、472、523 ～ 524、562、565 页; 戴 鸿 慈: 《出 使 九 国 日

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0、364、368、372、375、
394、403 ～ 404 页;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岳麓书社 1986 年

版，第 593、623、626、653 ～ 654、659、661 页。

瑒瑦分别见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 1895) 》《筹集商

捐南洋公学情形折( 1898) 》《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

( 1902) 》《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 1902 ) 》，璩鑫圭、

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思想》，上海教育

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9、122、125、129 页。

瑒瑧临时政府早在 1912 年 1 月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一

条就指出:“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教育部: 电各省

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1912 年 1 月 19 日) 》，璩鑫圭、唐良

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596 页。

瑒瑨日本大辞典刊行会: 《日 本 国 语 大 辞 典》，( 东 京) 小 学 馆

1973 ～ 1976 年版，第 519 ～ 520 页。

瑒瑩湖南大学今天以拥有岳麓书院的原址而自豪，但是 1903 年

以后岳麓书院已经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后者逐步发展为一

所工科为主的院校，所以公允地说，湖南大学，不是书院的延

续，而是清末以来利用书院的原有的物质资源改建学堂的产

物。书院所代表的延续千年的人文传统在中国新式大学创

办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中断了。

瑓瑠“我一”所作《临时教育会议日记》提到民国元年八月初八审

查通过大学令时指出，“原案称‘大学校令’，审查报告删去

‘校’字”。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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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between totem worship and ancestor worship，clan and family． The comparison above will help us to re-
veal th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ociety and ancient family．
( 6) Task － Based New Area Driven by Intensive Administr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anage-

ment Model of Xiongan New Area Zhao Jujun Zhang Haochen ·141·
As a task － based state － level new area，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of Xiongan New Area determines

that alloc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should be more unified and efficient，thus gradually forming the current in-
tensive administration model．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nsive administration model of task － based
state － level new area can be established from four aspects，namely th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government － enterprise relations，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and security mechanism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and the comparison of state － level new areas experience in Sejong City in South Korea，Putrajaya in
Malaysia，Tsukuba New Town in Japan and other state － level new areas in China，the intensive administration
model of Xiongan New Area can be summarized as six aspect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arty － government re-
lations，the intens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the intensification of officials management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overnment － enterprise relations，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
cial relations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objectives．
( 7) Decision of Ｒisk and Ｒisk of Decision: Ｒisk Criminal Law in Social System Theory

Liu Tao Cai Daotong ·156·
The recognition of“risk”in society has systematic differences． Ｒisk and its prevention are the decision

mechanism of sub systems of modern society． Underscoring risks through criminal law is mere fantasy． Beck’
s risk society theory misinterpreted the operative mechanism of modern society，and it affects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negatively． Eliminating the myths of risk criminal law theory must observe the decision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ing risk and danger． Therefore，the risk criminal law theory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decision theo-
ry of criminal law． In the example of violence to juveniles in family cases，different social subsystems can raise
different system /environment mechanism，so as to generate different attribution theories． In perspective of this
system theory，the direct impact of criminal law cannot be fallen into family affairs．
( 8) From Dashuyuan to Daxue: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University”Fan Guangxin ·179·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university”and their ups and downs have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They reveal various ment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that enabled the Chinese to underst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The period from 1866 to 1895 was an undeniable“Era of dashuyuan”: al-
though a few translations coexisted and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dashuyuan was the prevalent one． From
1895 to 1911，daxuetang gradually replaced dashuyuan as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of“university．”It was not
until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that daxue became the standard translation． Before the First
Sino － Japanese War，the Chinese observed and experienced different model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 and
Japan． They often compared shuyuan with Anglo －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nsidered that Anglo － American
universities better embodied the idea of shuyuan than contemporary Chinese shuyuan． That explains why they
chose shuyuan to translate“university．”Since the end of the War，the Japanese model of a university became
the dominant one that shaped th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Yet，today’s standard translation daxue，
though it came from Japan，has profound meanings in the native tradition of China．
( 9) What Is“Centralization”: Evaluating King ulgi’s Ｒeform in Ur III Mesopotamia

Ouyang Xiaoli ·188·
The Ur III dynasty ( 2112 ～ 2004 BC)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the paragon of centralized states in

Mesopotamian history． King ulgi ( ruling 2094 ～ 2047 BC) is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this centralized king-
dom，based on the ten reforms that he undertook during his reign． To evaluate the historicity or effectiveness of
the so － called ten reforms of King ulgi，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Ur III
kingdom，that is，the royal house established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statewide redistributive system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the bala － tax． This type of economic centralization，however，remains at odds with the de-
centralized power structure of the Ur III kingdom． 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eventually contributes to the dis-
integr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 10) Meeting between Feng Zhi and Karl Jaspers: Investigation Based on Academic History

Sun Xiuchang ·217·
Feng Zhi and Karl Jaspers are both existential individuals seeking for human spiritual outlets with their

own living experiences，therefore，the meeting between them is a process of mutual opening up and mutual dis-
covery． Their contacting was developing at the“Existenz”level during their whole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existential free choice，self resolution and the will and yearning for communication brought a Chinese exis-
tentialist poet and a German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together． From this aspect，the meeting between Feng
Zhi and Karl Jaspers was a good example to show the charm of“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 Within Jaspers’
existential philosophy，the unconditioned 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e conditioned Dasein
communication，i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existential resolu


tion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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